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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
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起源于古典时期，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现代共同体是
建立在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社群主义基础上的概念，当前全球“社区复兴运
动”与之一脉相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一个整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人人享有既体现了与责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更要求
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激励机制。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
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表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
激励制度必须以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为前提; 政府是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
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
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关键词: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 社会治理共同体 激励机制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文件都曾单独论述过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共同体等概念。新世纪之初，中办、国办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
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开篇即将社区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2007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和 2009 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
意见》，都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共
十八大报告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行了部署，并呼吁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开创社会和谐人
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中共十九大报告将“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作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讲
话，提出“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
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以上思想之大成，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有了更高标准的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解读
新时代背景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与关系，然后探讨这一社
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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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与共同体

“人人有责”是一种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我们常常看到有关“人人有责”的标语口号，但哪
些情况下应该人人有责，以及为什么人人有责，却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发
展史上，责任和义务一直与“共同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步“降
格”，从“共同体作为统领原则”降格为“共同体与社会对立”，再降格为“社会中的共同体”格
局①。相应地，对于个人之于共同体的权利与义务也存在三种主张: 一种主张是社会至上，认为
个人应服从社会;另一种主张是个人至上，认为社会必须服从个人;第三种主张认为社会与个人
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体，社会需要个人的效忠和从属，亦要为服务于个人而存在②。在政治学
起源时期，即柏拉图( Plato) 和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生活的古希腊时期，城邦就是一个从家庭、
村社逐步发展起来的共同体社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共同体社会的城邦优先于个体。个
人不能孤立而只能在社会中实现至善。对于个人来说，善即是承担自己的职责义务③。

启蒙运动以降，现代性侵蚀了古代伦理精神，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人们把社会和国家
仅仅认作个人的工具，原子式的社会来临④。这是一个催生思想天才的时代，卢梭( Ｒousseau) 、
康德( Kant) 、赫尔德( Herder) 先后诞生于斯。卢梭认为，人天然拥有自由，但却是低级的。当人
们联合在一起组成集体并订立原始的社会契约，把天然自由交给主权者，由主权者代为行使权利
时，他们才获得高级的契约自由⑤。康德在本质上与卢梭一样，同属于自然义务论者。在康德看
来，个人的理性是一种“非社会本性”，自然界中的任何事情都符合法则的支配。那么，这种法则
从何而来? 康德认为是从理性而来。如果一种行动本身是无条件的，那么这种行动就成了最高
的、最普遍的道德准则，即绝对命令或无条件的命令⑥。在康德看来，如果某种义务成了绝对命
令，那就是人人有责，不需要个人同意，也不可推卸。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康德和卢梭一样，致力于
建立“完美国家”。

赫尔德是康德的追随者，但他强调多样性重于普遍性，这奠定了此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为
今日社会治理提供了思想之源。赫尔德一直致力于寻求人类最幸福的生活状态。他认为，每一
个民族文化都有其不可比拟的精神和价值，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上的生活形态是不自然的，因而
也不会幸福;人们生活在一个与当地气候、风俗传统等融为一体的社会中才是最自然，因而也是
最幸福的。这种生活形态就是民族共同体⑦。

今天，理性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原则，甚至正如韦伯( Weber) 所言，这是“理性的铁
笼”⑧。我们回头审视赫尔德的思想，或许他是对的，但历史的车轮并没有按照赫尔德的构想前
进。19 世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浪潮从欧洲兴起席卷全球。在政治领域，“国家”成为主导性概
念;在社会领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断得到确立。在此背景下，共同体概念的集大成者滕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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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nies) 开始重新思考共同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在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中，共同体已经
不再是最高形态，而是家庭、家族、村社、城镇等建立在自然、亲缘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大都市社会
相对的小规模社会①。显然，滕尼斯对小规模共同体的形态有所眷念，但已经看到了城市化不可
阻挡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美国社会最先发、最突出。

在美国这样的现代社会，以个体、交换为基础是天然的精神秉性，即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想传统中，义务都是自愿的，产生于当事人的同意( 协议) ，不存在
高于同意的普遍义务。这种思想严重削弱了个人与共同体的联系。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和陌
生人社会的来临，进一步冲击了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纽带关系，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几乎成了社会
不可否认的前提。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对于共同体的理解是工具性的，试图借助共同体的思
想，将社区视为一个有机系统，整合原子式社会可能带来的“失范”问题。这种将共同体等价于
社区( community) 的理解方式，影响了当代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解。20 世纪中后期，美
国和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区都陷入衰落②。社群主义兴起，它批评新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为
增进共同体团结而努力的义务③。嗣后，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实践中不断结合，修复社区中
的责任观念、构建权利与义务、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平衡，成为“社区复兴运动”的主旋律。这被称
为“第三条道路”④。

传统共同体都是自然形成的。近代以来原子式社会对传统共同体的消解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趋势。基于此，今天我们讨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滕尼斯、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学者以及当代
社群主义学者等所谓的现代共同体概念，即社会中的共同体。这与当代社会治理特点联系在一
起。社会治理无疑是特殊的，参与社会治理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在此意义
上，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责任不宜抽象讨论。抽象讨论共同体与人人有责，只能得出每
个人都对参与社会治理负有义务的结论，却很难指出其成员到底应该负有哪些义务，如何采取集
体行动，也很难为成员提供采取具体行动的激励。这种共同体看似无所不包，但却是泛化的、抽
象的，没有生命力的。基于此，社会治理共同体应该是具体的、特殊的，以一定治理空间或载体为
承载，比如家庭、组织，更常见的是村和社区。相应地，人人有责也是对特定共同体的责任。比
如，居民显然对自己的社区有更大认同，同一社区的居民共享社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更像
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更可能为本社区的事务尽责⑤，但我们很难要求一个社区的
居民对其他社区治理还负有责任。事实上，大规模共同体中的人人有责只能作为一种倡导，却很
难为集体行动提供制度激励，如果缺乏集体行动的制度激励，最终共同体也难以为继⑥。中办、
国办 2000 年关于社区建设的通知以及 2007 年十七大报告中所界定的共同体就是社区意义上的
共同体。在此意义上，重新理解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就具有一种现实
针对性，即寻求某种克服“治理不自足”的“复兴”或“改造”。这似乎在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号召:
是重建或改造既有社会形态、赋予其某些共同体元素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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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为什么需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可以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方面寻找原
因。从自上而下来看，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理念相应地发生
了重大变化，从原来大包大揽的无限责任政府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有限责任政府①。这
期间，公共事务大量增加，民众需求的范围在扩大、质量在提高，公共治理的责任与日俱增。在总
体责任明显增加，政府逐渐转变为有限责任政府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责任必须强化，
以应对愈发庞杂的公共事务。

政府职责转型在公共服务领域尤为明显。十九大报告提出: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直指一些地方不顾物力财力和需
要，动辄以最好最大最高“过度承诺”讨好群众的错误治理观念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始终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这与片面迎合群众、提供“保姆式”服务③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一切责任，民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此意义
上，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提法引入社会治理领域，意在表明政府有意重新界定“有事找政府”
“政府负责”的内涵，明确政府与民众在建设社会共同体时的双向权力( 利) 与责任。社会治理正
在从政府主导、政府负责向有限政府、共同参与转变。

从自下而上来看，民众需求正在发生变化，逐渐从单一的经济需求转变为多元化、个性化的
社会需求、政治需求。这时候，需要民众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表达自己的偏好，共同创造公共服务
及其价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早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经济诉求是
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这时候政府的职能相对单一，自上而下埋头搞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经济需求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民众开始寻求实现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已有
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公民的沟通型政治参与在基本稳定中稍有增长，维权型参与在经历了之前
10 年的上升之后，仍保持高位运行的态势。中国的公民参与，已经从过去程序性参与更多转向
更具实质意义的参与方式④。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一般接受了较高的教育，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时代经历自身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正积极寻求多元的政治参与⑤。在此意义上，党和政府提出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刻画，也是调整自己职能及其履行方式，对
民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的回应。可以预期，社会治理的长期目标是培养具有自主
治理、自我负责能力的现代公民。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方面的动力互相作用，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那
就是走向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的互相嵌入与有效协同⑥。理解当代中国的这一走向，
可以与英美等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英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老牌国家，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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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1689 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确立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美国是在英国殖民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尽管美国在 1789 年才将主权在民思想正式写入宪法①，但这只是一个
确认，实际上美国地方自主治理早在英国移民进入新英格兰镇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托克维尔
( Tocqueville) 笔下的新英格兰镇是我们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完美想象。根据托克维尔对美国的
考察，当新英格兰镇的居民从英国登陆美洲之后，乡镇自治就开始了。那时候美国的地方自治生
机勃勃，但这绝不应该归结于经济发展或自上而下政府设计的结果。事实上，从英国逃到美国的移
民并不是上层贵族，而是英国的下层阶级，最早的定居者要么没有受过教育，要么身无分文、穷困潦
倒而被赶出自己的故乡;后来逃犯、清教徒、革命分子也逐渐加入移民队伍。正因为他们不是富人
和贵族，所以他们身份平等，到美洲后才建立了平等、自由、民主的基层协商体系。可以看到，美国
是典型的先有社会、先有基层民主治理，然后才有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②。

英国具有典型的社会优先于国家的传统，而美国是先有社会自主治理后有国家机器的典型。
法国、德国的社会自主治理思想虽不如英美彻底，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传统，且这种传统
至今仍有深刻影响，但它们都在后续实践中，将主权在民和社会自主治理的优先性在宪法上予以
确定。法国体现在《人权宣言》和宪法的主权在民思想，以及宪法第 72 条对地方自主治理的规
定。德国则体现在联邦宪法第 28 条第 2 款“总体能力条款”以及《乡镇自治法》之规定，且遵循
“法定干预主义”原则。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国家优先于社会。目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由国家
主导③，但政社关系持续调整，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体现为党委和政府领导、负责，企事业
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共建共治共享④。同时，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正在形成。所以，对西方
国家来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社会自主治理是一个共时态存在，而对
于当代中国而言，这一框架既是一个共时态的社会治理现实，更是一个历时态的价值取向，展现
了中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动态过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
需要在政府管理或者社会治理领域实现实质性公民参与或“行政过程中的民主”，让民众在社会
治理中充分表达意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微观基础，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
有效性。基于此，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像一份宣言。在西方国家，这种宣言是在原子式社会消解共
同体社会到一定程度后，提出重新激发社区活力，赋予其共同体的元素。在中国则还有另一层含
义，那就是，在仍由国家主导社会治理的格局中，实现基层社会活力的“复兴”或“再造”。

中国于 1982 年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但在实践的不断发展中，村委会这一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承担了大量行政职能，自治功能被淡化，村民参与的热情降低，甚至出现了政治冷漠。为此，
有学者甚至认为“自治已死”⑤。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治理有
效”作为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日本( 地区振兴) 、韩国( 新村运动) 、美国( 社区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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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区( 乡村重生) 都曾有过类似“乡村振兴”的运动，它们都以提升地区的社会活力为核
心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①十九届四中全会
突出强调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工作的重心在于社会治理，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置于基层治理的历史背景与现状中理
解，“复兴”或“再造”的意味跃然纸上。由此可见，提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全球社区社会资本
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区复兴运动”，具有相似的背景与旨趣。

三、人人享有的激励机制

人人享有首先是对公民权利的承诺。我们在前文中考察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以义务为本位
的制度观念:义务或基于社会契约而产生，或基于康德的先验原则而产生。这些都是形式上的，
与具体的身处环境无关。在康德眼里，人之自由仅限于“为了义务而义务”。人即使身处囚笼，
只要意志是自由的，那他就是自由的。黑格尔( Hegel) 看到了这种“囚笼的悖论”，他将这种目的
论观念指责为“空虚的形式主义”———除了形式上完美的推导，它与我们一切生活内容无关。黑
格尔主张一种“所有权占有”意义上的自由权利，他说:“人之自由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
并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 1500 年。但是所有权的自由被承认
为原则，仿佛还是昨天的事。”②显然，黑格尔主张一种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思想，并且这种统一在
法律上、道德上和伦理上应该是具体的。当我们将义务与特定共同体相联系时，与义务相统一的
权利也应该存在于我们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之中③。

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十九大
报告突出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庄严承诺。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共建共治的社会共同体必然应该人人共享。进一步地，当我们将共同体概念微
观化，落实到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具体场域或载体中时，人人共享的更重要使命，就是在社会共同
体建设初期，为社会成员提供物质或精神的“第一推动力”，激励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这就是说，我们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是对原始共同体社会的回归，而是通过某种
“政治发明”，激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
合”④，赋予现代社会以共同体的某些元素，形成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

当前，在西方国家，面临着民众参与热情不足、社区社会资本萎缩的趋势。作为最重要的公民
参与，选举的投票率长期低下。英国 1950年选举投票率高达 84%，2019 年大选已经下降到 67%左
右⑤。美国选举的投票率在西方国家中更处于较低水平，目前总体维持在 50 ～ 60%之间⑥。一位
长期追踪美国公民参与情况的美国学者，用详实的数据记录了美国公民参与热情下降、社区社会
资本流失的客观事实⑦。在中国，公民参与存在两套并行的逻辑，表现为需求多而“人人有责、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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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少。一方面，民众需求逐渐从经济需求转向社会和政治需求( 民众作为需求侧) ，另一方面，
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的热情不高( 民众作为供给侧) 。大多数民众仅将社区当做居住
的空间，对社区的需求一般先是品质，然后是安全、环境，最后才是社区交往和社区居民自治①。

公民参与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激励不足，这是一个普遍难题。我们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试图建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纽带，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或强制性惩罚，公民自愿行为就很难
保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不愿意尽到共建共治的责任，而只愿意享受共
同体建设的成果②。在特定情境和领域，政府或许能够通过一些策略性行为，动员社会组织和热
心公共事务的民众，较好地形成共同治理的实践，比如在许多基层的协商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
通过提供补贴( 比如为与会者提供毛巾、牙膏等日用品) 、动员党员和老年人带头等手段激励公
民参与，但这更像是临时性措施，绝非长久之计③。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通过机制设计，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这项工作自“搭便车”问
题提出起，就一直成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攻克的难题④。“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 Hurwicz) 在
其经典论文《资源分配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激励相容”(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原理。赫
维茨指出，即使合作博弈很困难，但如果我们有某种制度设计，能够让不同参与者利益共享，( 在
个人与集体关系中，) 使得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正好与集体利益相吻合，那么这一制
度设计就是激励相容的( incentive-compatible) ⑤。奥尔森( Olson)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也进行
了类似的区分，即将利益集团分为利益相容型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团。奥尔森指出，即使是利益
相容型集团，集体行动也仅仅是有可能，仍然需要通过选择性激励( selective incentives) 解决搭便
车问题。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
其集体行动的动力就越低。同时，集团越大，实施激励和惩罚的成本就越高，大集团也难以达成
集体行动。因此，除了利益相容外，小规模集团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⑥。奥斯特罗姆( Ostrom) 在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可以实现自主治理⑦。在
这个意义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必须是具体的、特殊的而非抽象的，必须是利益相容的而非排
斥的，而且最好是小规模社会共同体。否则，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往往会沦为空洞的口号。进一
步说，人人享有不能仅限于未来社会治理成果人人共享，这远远不够激励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社会治理建设与成果存在时间差，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公众不一定有足够动力在当下参与治理。
基于此，人人享有必须体现在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当下激励。

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创新活跃，其中大部分创新在初期都具有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在原发
创新阶段，公众好奇或者对制度有新鲜感，创新前期投入资源很多，动员力度很大，公众相对获利
多、参与热情一般较高。但是，当创新持续一段时间后，政府和公众都会失去持续创新的动力。
对政府来说，如果创新不被上级认可，那么持续创新的积极性自然就低。即使创新被上级认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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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奖项，甚至创新被地方政府制度化，也很难持续推进①。因为持续推进创新被认为是“改进”
或“提高”，而不是从 0 到 1 的“改变”，更不是“颠覆式创新”。同时，创新往往还面临“人走茶
凉”的问题②。相应地，一些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不是持续将一个创新推进下去，而是不停抢注
新的创新项目。这一方面可以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另一方面创新项目“迸发”，可以吸引上级政
府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持续参与社会治理的激励机制非常脆弱。

即使社会创新项目在初期有很好的激励效果，且地方政府有动力持续推进创新，也会面临第
二个难题，即公众失去兴趣、参与疲劳。在这里，我们需要一种“政治发明”，即创新社会治理的
体制机制，为公民参与共建共治提供足够激励，让公民在参与中培养社会认同，从而形成某种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格局。一种既解决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问题，又避免跌入“为创新而
创新”陷阱的“政治发明”，是推进既有社会治理创新向应用端移动，在应用端发掘民众的经济、
社会与政治需求，并与社会治理建立关联，从而激励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
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案例，为我们提供了这
样的制度设计。

四、三个案例的机制比较

第一个案例是孟加拉国的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最贫穷
的国家之一，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为 1750 美元左右。近年来，孟加拉国减贫事业取得了成绩，2018
年该国贫困率为 21. 8%，较 2017 年下降了 11. 3%。全国极端贫困率降至 12. 9%，其中农村为
14. 9%，城市为 7. 6%③。而在 1983 年，孟加拉国有 9360 万人，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165 美元，
80%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④。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脱贫致富。但是，脱贫致富
一定要有创业资金，商业银行完全没有动力为没有抵押物的穷人提供小额、多次的贷款。政府或
国际援助一般都是“撒胡椒面”，还不够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活。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尤努
斯( Muhammad Yunus) 1983 年在孟加拉国创建了格莱珉银行( Grameen Bank) ⑤，反其道而行之，
致力于为无法提供担保的贫困阶层提供小额贷款。

作为金融机构，格莱珉银行必须盈利和控制风险，而风险控制最难解决。格莱珉银行通过小
组贷款制度与共同责任这两大制度创新实现了风险控制。小组贷款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将贷款
发放给当地 4 ～ 5 名村民组成的小组。小组成员每周举行例会，讨论项目可行性、进展和还款情
况。而共同责任就是成员信用与惩罚和小组信用与惩罚捆绑。这种机制解决了贷款前筛选、过
程中互相监督的问题，小组成员迫于压力，降低了违约可能性⑥，从而不仅控制了贷款风险( 还款
率达 95%以上) ，还能促进社区沟通、团结与互信，成为一种社区建设方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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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珉银行在 2000 年后对贷款模式进行了调整，由小组贷款转向个人贷款，也废除了“连
坐”制度，对信用评级较好的小组实施额外奖励。但是，将普惠金融与社区建设连接起来的小组
协商与每周例会得以保留。对格莱珉银行来说，这首先是一个普惠金融创新，在其中，它控制了
风险，利润规模可观。格莱珉银行累积贷款额从 1983 年 1. 95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 235. 96 亿
美元，存款总额从 1900 万美元增长到 25. 2 亿美元，净利润从 3. 6 万美元增长到 2680. 7 万美元。
对村民来说，小额信贷解决了他们“最刚需”的问题，他们持续参与在这一创新中，小组数从 1983
年 1. 17 万个增长到 2017 年 138. 11 万个，会员数从 5. 83 万人增加到 893. 5 万人。更重要的是，
作为普惠金融的一个副产品，格莱珉模式培育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贷款本身成了参与乡村社
会治理、建立互信社会共同体的纽带和载体。

第二个案例是浙江省桐乡市“三治信农贷”。桐乡市属于典型的沿海发达地区。2010 年，
沪杭高铁开通后，桐乡市进入大拆迁、大开发、大建设的机遇期，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等矛
盾纠纷随之而来。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桐乡市于 2013 年 5 月开始在高桥街道试点探索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实践，取得一定经验与共识后在全市全面推广。2017 年，“桐乡经
验”被写入十九大报告，“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全国推广。但是，对
于已经持续数年的创新原发地来说，如何持续创新，从发源地走向引领地、示范地，就成为重要
而紧迫的议题。

推进持续创新的关键在于调动民众持续参与的积极性。桐乡人均国民收入尽管较高，但农
户仍然普遍面临创业、建房等方面的资金困难。同时，银行贷款则面临担保物不足、担保方难找、
金融信息传播不畅等难题，这严重阻滞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地。2018 年，桐乡市委组织部
联合农商银行，把“三治”和“金融”嫁接到一起，推出“三治信农贷”。依托三治融合体系中“一
约两会三团”( “一约”即村规民约，“两会”即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三团”即百事服务团、法
律服务团、道德评议团) 的组织架构，以“村规民约”为“评信”的基本依据，“道德评议团”根据
“六无三不准”标准和村规民约遵守情况提出可授信群众建议名单，“百姓议事会”根据名单提出
建议授信额度，“百事服务团”和“乡贤参事会”参与走访调查、服务核实、跟踪指导、情况反馈，
“法律服务团”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保障。对于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且通过上述环节信用
评级较高的农户，可一次性获得 10 ～ 30 万元无面签、无担保、纯线上的信用贷款。“三治信农
贷”不仅是农村发展的“及时雨”，同时也是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获得良好信用评级的一种荣
誉。中国基层社会重视“面子”，获得良好信用评价的农户一般不会自毁声誉，在获取贷款后往
往会更加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而保证“社会契约”持续( 当然，政府和金融机构也有兜底性监管
机制) 。自 2018 年推出“三治信农贷”以来，全市共授信 11. 5 万户，授信额度 188 亿元，覆盖
85%的农户，向 8000 户发放贷款 16 亿元。这就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三治融合”的激情，为乡村
振兴提供不竭的动力源。

第三个案例是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1999 年，温岭市松门镇为了缓解干群矛盾，
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创设了“民主恳谈会”，其目的是解决社会个体化的利益诉求。一开始，公
众往往只能恳谈一些上级政府已经有安排的事务，甚至是一些无关痛痒、鸡毛蒜皮的小事。温岭
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介绍:“当时的出发点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些法律、政策
性的问题，以解释说明为主;有些要解决的问题，则通过对话，核实其情况，当场承诺。”①也即是
说，早期的民主恳谈会以解释说明政策、核实基层情况为主。久而久之，公众和干部都深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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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而言，觉得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充分体现，民主恳谈会边际效能感逐渐降低，公众参与热情
也就淡了下来。对干部而言，由于要不断回应民众需求，一次意见收集甚至要成立几十个工作小
组，工作和财政压力较大。

新世纪之初，温岭市牧屿镇、泽国镇推进基层持续创新，民主恳谈会逐渐从思想政治工作转
型到公共事务决策，“决策 －协商型民主恳谈”模式出现①。这时候民众已经可以参与决定身边
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征地拆迁等重要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同时，民主恳
谈从回应个人诉求转变为常规性公共事务决策制度，财政可规划性增强，干部压力也相应减轻。
尽管如此，民主恳谈会仍被认为是一种“行政过程中的民主”②，即只能就一些上级政府已经确定
的事项做决策咨询。一旦民主恳谈会试图改变一些议程，其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

2005 年，温岭市新河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民主恳谈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连接起来，开
始实施“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以民主恳谈协商为基础，公众直接参与预算制定，协商资金
分配问题，并全过程参与预算执行的监督。由于与地方资金分配有关，也就是与公众切身利益有
关，这一制度持续吸引公众参与的热情。而且，因为纳入人大这一主体，推动了公共预算的公开
化、透明化改革，让民主恳谈和参与式预算更加合法，这也激活了地方人大制度②。可以看到，民
主恳谈会经过 20 年持续创新，有效缓解了干群矛盾，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提升了基层治理水
平。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5. 8%的人认为民主恳谈使群众彼此之间更加信任了，55. 47%的
人认为民主恳谈让他们有权改变政府的决策，77. 5%民众认为在民主恳谈中，政府能够与民众平
等对话了③。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必须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地制宜地探索治理模式。正因
为如此，我们很难凭空设计出某种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机制，更不能“一刀切”式地将某种
具体做法作为典范在全社会推行④。但是，从上面三个案例中，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出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的激励机制至少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机制必须与特定基层、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相契
合。阿尔蒙德( Almond) 通过比较五个国家的公民文化及其民主制度的发展，指出“参与政治系
统的民主体制要求匹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民主系统，否则，这种
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⑤。事实上，除了制度必须与特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相契合，
在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中，有意利用文化、民情等因素，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格莱珉
银行和桐乡“三治信农贷”的例子中，基层的熟人社会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爱面子”特点，都在保
障制度可持续，进而维持整个激励机制的运转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反，格莱珉模式一度试图移
植到中国，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中孟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是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中
国人讲究“人穷志坚”，以“救济”为耻，碍于面子，在没钱的时候对小额借贷往往更难启齿( 同样
是面子文化) ，更别提与邻里每周讨论。格莱珉模式移植到中国后，面临“文化排异”，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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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支持①。
第二，政府是制度供给的重要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市场主体、基层自治组织或民众都可能

成为制度供给者。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的制度供给、变迁大部分都由政府完成。桐乡
“三治融合”由政府发起，但其后续的制度供给与完善几乎都以基层自治组织的实践和机制设计
为蓝本，这是在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互动中实现制度供给和变迁的生动例子。格莱珉模式的制
度供给则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格莱珉银行在营利的同时实现扶贫
和社区建设的目标。但是，政府毕竟是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政府的意志往往有关键性影响。格
莱珉模式移植中国的失败，除了自下而上的面子文化影响外，还有一个关键制约就是制度障碍。
中国在制度上不允许小额信贷公司“吸储”，从而严重影响了小额信贷公司的生存，最终使制度
难以持续②。近两年温岭参与式预算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上级政府似乎有意淡化参与式预
算，全国范围内对其的关注热度也明显下降，其结果就是参与式预算网停止运行，国家与社会的
协商空间减少③。当然，政府支持下降之后，参与式预算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同时，制度可以
完全由单一主体供给，但制度的执行必然要求多主体的支持和参与，这本身就是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的内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必须所有参与主体利益相容，且为所有
参与主体提供持续共赢的强激励。如果参与群体中有一方与其他主体的利益不相容，那么达成
集体行动尚且很困难，遑论持续的集体行动。比如在“中国版格莱珉”的失败案例中，金融机构
与政府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即使有地方政府支持小额信贷公司“吸储”，但马上会遇到上级政
府、法律法规问责，这时候地方政府利益受损，这个机制就不可持续。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尤努斯
的初衷或许是扶贫，格莱珉银行则需要盈利才可以持续，政府与会员都致力于脱贫和社区建设。
在桐乡“三治信农贷”案例中，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在社会治理中获得公众支持，推进“三治融合”
持续创新，同时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村民的目标是创业致富与社会和谐，还有些民众本身就
渴望参与;农商银行的初衷就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和社区建设，它本身仍然追求盈利和风险控
制。在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案例中，政府的目标是在社会治理与创新中吸引公众参与，
同时保证创新的合法性;民众追求在攸关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上有决定权和影响力;人大本身就
是民意代表机关，只是过去发挥的作用有限，在参与式预算中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以看到，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所有关键主体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且都有较强的激励推动制度可持续发
展。温岭民主恳谈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是因为激励不足，才推出参与式预算，以预算为“强
诱饵”，为公众参与提供强激励。

五、结语

要理解一个概念，就必须将之置于具体历史背景和当代意义的交汇点上。我们今天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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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桐乡的“三治信农贷”不同于格莱珉的小额信贷。桐乡本来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有一定经济基础，
基本不会为温饱求助于格莱珉一类的小额信贷，所以桐乡的授信都是 10 ～ 30 万元。在中国面子文化中，以小额周转
性的短借为耻，但相对大额的借贷则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表现，这是两种不同的决定机制。更重要的是，桐乡“三治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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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有普遍的背景，也有特殊的意义。在普遍意义上，这是处于全球原子社会、
陌生人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当下社会治理不自足甚至“失范”的反思，和对原始共同体生活形态
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人们希望在行动上重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赋予其身处的小规模社会以共
同体元素。在特殊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国家优先于社会。中国社会治
理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早期国家主导的社会管理，目前处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
政府与社会共治以及社会自主治理三种状态并存、互为消长的阶段。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共建
共治，既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治理所处阶段的刻画，更是激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的部署。在此意义上，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共建共治，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体现，是人
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微观基础。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差异甚大，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因地制宜，这都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安排造成巨大挑
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在社会治理中获得民众支持。显然，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自称建设好了
一个社会共同体，让公众直接享受这个“成果”，这本身就有悖“共同体”的内涵。建设社会治理
共同体的路径必然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共建共治，其结果是人人共享。在此意义上，社会治理
共同体建设的第一步，需要创设一种激励人人尽责、人人参与的“政治发明”，即个人与共同体激
励相容的实现机制。

通过考察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
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我们看到，在民众的经济、社会、政治需求与社会治理目标相容的时候，
可以通过机制设计解决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问题，同时又可避免基层陷入“为创新而创新”
陷阱。毫无疑问，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只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第一步，或者说这是共同体建
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滕尼斯大致将共同体定义为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等基础上，具
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生活形态。当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共同体正在消解，但社
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至少要在一定地缘空间中，培养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等情感纽带，方能
赋予社会以共同体的印记。在此意义上，通过激励人人参与社会建设，让人们在参与中认识共同
生活的场域和载体，增进互相理解，在此基础上关心并愿意为建设更好的场域和载体贡献自己的
力量，并最终形成个人与社会“共同的情感联结”( 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 ①，方能形成社会
成员的认同，向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迈进。

作者:郁建兴、任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浙江大学民生保障
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杭州市，310058)

( 责任编辑:林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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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constitute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Politi-

cal Scienc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share many methods because both are committed to

bringing history back in，bringing state back in，but the latter has academic prejudice of Western Cen-

tralism and pursues the principle of value-free，stopping at understanding or interpre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try to break the West Centralism，treat the rich political practice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fairly; Equipped with Consciousness in pursuit of value，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good governance from history． It calls on Historical Science to re-em-

phasize political history and rebuild its political imagination． Bringing a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would help to overcome its biases based on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s．

Key words: political science of history; historical sociology; political history; comparative politics;

methodology of politics

Nationality Issues in Political Science Zhou Ping( 32)……………………………………………
Abstract: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hinking that the concept of " nationality" specifically

refers to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ese national discourse，we will find that the concept of " nationality"

in human history was first formed in Europe，which refers to the community of people in the form of a

state． Such a n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tate，embodied in the national community，is formed in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it will contain the population nationalization and na-

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making it a population organization form containing a seri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an socie-

ty，modern country and modern politics． After the expansion of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 nationality"，

var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without state form are also referred to and described by the

concept of " nationality"，which makes the types of nation increase rapidly． Such a national communi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unity，stability and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state，and plays an impor-

tant role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Political scholars should not ignore such di-

verse and far-reaching national phenomena，but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and study them． The national-

ity issue thus formed is not only an indispensable a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knowledge system，but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to expla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and the perfection and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ity issues; nation state; population nationalization; national integration; Chi-

nese natio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stitutions Design

Yu Jianxing，Ｒen Jie( 45)………………………………………………………………………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s forward to build a

·521·

Contents，Abstracts and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by which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and takes their duties and shares in the

benefit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riginated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and was based on the obligation

standard． Modern community based on T? nnies，early American Neoliberalism and contemporary

Communitarianism，and the current global“community revival movement”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The concept of everyone is responsible，taking their duties and sharing the benefits is a whole．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is the way to build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and the benefits sharing is

the right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citizen． Three cases，Grameen Bank model，Tongxiang's new

agricultural credit loan，Wenling'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ory budget show that the incen-

tive mechanism must be based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specific community． Govern-

ment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s planner and provider，but the institutions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participants． The key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stitutions lies in the interests

compatible and achieves win-win strong incentives of all participants．

Key words: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everyone takes their duties; everyone shares benefit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centive mechanis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Politics: Discussion and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Jing Yuejin

Xiao Bin( 57)……………………………………………………………………………………
Abstract: In Professor Jing Yuejin's illuminating article "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Dif-

ferentiation and Location"，political community is seen as the metanarrative structure of Chinese poli-

tics，with a logical centralization for China's unification ，then an trinity of constitution，polity and po-

litical community analytically constructed． After some comment lie an alternative model of“unification

with a balance between civil rights and state power”． Chinese politics logically starts from community

of modern nation-state，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should follow logically unification and republican． In

this model，“unification”means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of modern nation-state with sovereignty inde-

pendence，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unity，and that whether the republican becomes true or not

is wholly decided by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relation between civil rights and state power． Com-

parably， this model has more theoretical advantages，especially，extending the research 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opening overlapping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Western Politics．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s; community of modern nation-state; logics of unification and republican

“The Public”Ｒediscovered: An Approach to Integrate Will Theory and Interest Theory of Po-

litical Ｒepresentation Tan Ankui，Zhang Xubin( 66)…………………………………………
Abstract: The divergence between will theory and interes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represen-

tation has been lasting for a long time，and a variety of attempts to reconcile this contradiction have

failed． Some scholars turn to the successful 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this classic conflict in the civil

representation research，i． e．，contract before representation，repeated games in representation and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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